通货紧缩与农业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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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紧缩在给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的同时，也给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契机。农产品多了，粮食多了，是件大好事，它总归要比短缺好得多。尽管“多”有“多的难处”，但总要比“少的弊病”强许多。抓住农产品（特别是粮食）过剩的大好时机，应全力推进农村经济改革，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促进农业经营方式及增长方式转换，发展效益农业和生态农业，使农村经济跃上新的台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第一，变“政治农业”为“商品农业”。所谓“政治农业”是指国家把农业当作实现政治目标和政治利益的一种手段或工具，强加给农业以一种政治属性。它是由农业的特殊地位尤其是由其提供的特殊产品——粮食的特殊效用所引起的。粮食是人类的基本食物，是一种维持人的生命的消费品。粮食对于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确实起决定性的基础作用，粮食安全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国计民生重大的政治问题。长期以来，我国正是基于此把粮食赋予了浓浓的政治属性，一直把它当作政治产品来看待，把发展粮食生产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全国从上到下靠政治命令、政治口号指挥粮食生产，甚至用“政治斗争”来“促进”农业生产，实现粮食增产。粮食不能当作商品来流通，而要靠政治命令“调拨”。正是由于不恰当地把粮食在国计民生中的特殊作用曲解与固化为政治属性，从根本上否定了粮食的一般属性——商品性，这就带来诸多的不良后果：(1)农业生产长期奉行“以粮为纲”，形成了单一死板的产业结构；(2)粮食长期不能自由流通，由国家统购统销；计划调拨，由政府定价，而不能实行市场定价；(3)既然粮食是一种政治产品，那么它就要时时服从政治的需要，而不必按商品本质的要求去追求经济效益与盈利。
    在中国已发生三次粮食过剩的今天，面对现实科学地思索，不能不承认一个基本而又简单的经济学道理，即粮食不是政治产品，它只是一种具有特殊作用的商品。其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的使用价值即效用特殊，但无论如何它作为一个商品本身并不具有任何社会的政治属性。因此，必须把强加于粮食上的政治属性去掉，恢复其商品的本来面目，使其由政治支配与决定变为由市场规律支配与决定。这样，全国上下从领导到群众对农业的认识必须来一个根本转变，即由政治农业变为商品农业。只有实现了这个转变，才能从根基上认识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过剩问题。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特别是粮食）既然是商品，那它就要受供求规律、价值规律及竞争规律等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的支配与调节。
    第二，变单一结构的农业为多元结构的农业。农业的内部结构主要是粮食生产与经济作物之间的比例构成。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农业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一直推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实事求是地讲，这个方针对当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它特别强调发展粮食生产，认为它是农业生产的“纲”，只要举起了这个“纲”，其他各项就自然上去了，可谓“纲举目张”。执行这个方针最大的成效是把粮食生产突出地抓了上去，实现了粮食自给，基本上解决了当时全国10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执行这个方针带来的最大问题是粮食生产孤立前进，形成了单一的农业结构。
    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大力推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在十分重视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广开农村集市贸易市场，促进经济作物的生产与流通，棉花、油料、麻类、蚕丝、茶叶、食糖、蔬菜、水果、烟叶、药材及其它杂项等，均获得迅猛的发展。到90年代中期，这些农副产品均已达到供给有余的程度。此时，我国农业畸形的单一产业结构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开始形成以粮食生产为主体的多种经济作物共同发展的多元化的产业结构。
    这次通货紧缩使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的方面问题更加明显突出地暴露出来：一是结构单一化问题仍十分严重。这表现在农产品过剩中，粮食过剩最尖锐、最突出，不仅量大、面大，而且品种也具有单一性特征。许多省区粮食过剩主要是“玉米过剩”，或是“粗稻谷过剩”，或是“棉花过剩”等等。这警示我们：应该对“以粮为纲”进行反思和重新审视。可否说这种粮食单一突出过剩是坚持“以粮为纲”的必然后果？我以为，恐怕不能彻底否定其影响。尽管农村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官方文件上再也没有提坚持“以粮为纲”，可实际上仍没有摆脱它的作用及影响。因为，在农业生产的发展战略指导上从未公开否定和废弃这个方针。改革开放10几年时间连续三次发生粮食过剩的事实就足以证明“以粮为纲”这个方针一直在发挥作用。也正因为如此，农业结构单一化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二是农业结构层次低并且陈旧老化，急需产业结构更新、升级与优化。三次农产品过剩都无一例外地突出表现为量的过剩，在品种及质量上的问题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更加尖锐突出。真正无公害、无污染的“绿色产品”为数不多，尤其是拿到国际市场上去检验，去竞争，很少能站得住脚。并且，叫得响的名优农副产品更是屈指可数。这同中国这个农业大国的地位和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都是不相适应的。这充分地反映了我国的农产品过剩是陈旧老化的产业结构的产物。我们要充分利用这种过剩为我们提供的契机，大力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加优良品种，创造更多的国内国际名优产品，促进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的更新、升级与优化。
    第三，加速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使农村三次产业结构日趋合理化。农村经济不仅仅是农业，即不仅仅是第一产业，它还应包括第二、三产业。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决不仅限于城镇，在广大农村也应大力发展起来。这是农村工业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整个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需要。
    目前，我国农村的第二、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三次产业结构明显不合理，处于严重失调状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农产品加工业极不发达，农机修理、加工和制造业及农用生产资料加工业也不发达。我国第二产业的分布不合理，其中表现之一就是它集于大中城市，小城镇很少有比较现代化的加工工业。尤其是在乡村，虽然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取得迅猛发展，但大都是比较低级落后的加工业，小钢铁、小化肥、小农机、小造纸、小水泥、小食品等，多以牺牲农村生态环境为代价来发展，并且质量档次低，经济效益差。这种极不完整的低水平的加工业，根本无法适应农村第一产业迅速发展的需要。随着农产品过剩现象的出现与加剧，迫切需要改变第二产业远离农村的状况，在农村就地就近加速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改造和提高原有的各类小加工工业，进行粮食及其它农产品深加工，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
    二是第三产业更不发达，其发展水平远远低于城市。由于地理环境、人口密度、信息交通等条件的原因，城市的第三产业比乡村的第三产业要发达，似乎在情理之中，但决不可以认为乡村的第三产业发展必然要落后。认为乡村的第三产业发展远远低于城市，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是理所当然的，那就是一种误解。西方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乡村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并不比城市低多少，有些地方甚至高于城市，在那里你看不出乡村与城市在这方面有多大的差距。第三产业中的主要行业商业、物资、饮食、服务、交通运输、邮电、金融、保险、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社会福利等，在目前我国农村有哪一个算得上比较发达的呢？当然，从纵向来看，建国50年来我国农村在上述诸行业确有很大发展，与解放前比也确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从横向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就大多了。以上姑且不论，仅就其现实发展程度，确实远远不能适应与满足农村第一、二产业发展的需要。目前，农村第三产业体系极不健全，极不完善，水平低下，结构也不合理，并且同城市第三产业发展形成巨大的反差与严重的失衡，这使得农村经济所承受的通货紧缩的打击远比城市严重得多。综观全国各地，可以较清晰地看到：哪个地方农村第三产业发展得好，哪个地方第一产业游离出来的劳动力就能够就地得到很好吸收和安置，哪个地方农村经济就充满生机与活力；反之，哪个地方农村第三产业不发达，甚至残缺不全，处在极低水平上，那个地方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就盲目大量外流，不仅给社会稳定带来诸多问题与麻烦，而且也使当地农村经济陷入困境，甚至出现萧条与衰退。所以，在当今广大农村发展第三产业已是当务之急，因为它是使农村经济摆脱通货紧缩的困扰，稳定和搞活农村经济的正确道路和现实迫切的需要。从长远来看，它更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使之不断合理化，加速城乡一体化，促进国家工业化与现代化早日实现的战略需要。
    第四，由数量农业转向效益农业，由污染农业转向生态农业，由粗放农业转向集约农业。
    这三个转变是紧密联系的。完成这三个转变，就是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可以说，它是我国农业摆脱低水平过剩，跃上新的台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也是我国农村经济摆脱通货紧缩的困扰，带动整个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唯一正确的选择。追求数量（产量），忽视质量与效益，是我国传统农业粗放增长方式的基本特征。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角度看，它是引致我国农产品过剩，进而引发全国经济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深层根源。
    综观全国，凡是农业单纯追求产量的省区，农业的经济效益都欠佳，大都是比较贫困落后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又都是资金十分匮乏的地方。通货紧缩一来，使这些原本就很“干旱”（缺钱）的地方更加“旱情”严重，成为通货紧缩的重“灾区”。所以，从提高农业经济的整体效益出发，从改变“高产穷县”、“高产穷省”的落后面貌出发，真正实实在在地提高广大农民的实际生活水平，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已是刻不容缓。从数量农业转向质量效益农业，从污染农业转向生态农业，从粗放农业转向集约农业，是我国农村经济摆脱通货紧缩的困扰，走上可持续发展轨道的根本出路与正确选择。
    第五，大力发展农村个体私营经济，促进农村经济“公与私”的结构优化。
    我国的个体私营经济虽然首先是在农村产生与发展起来的，但目前就其总体而言，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却远远落后于城市。在改革开放之初，即在80年代初期，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在全国是居多数的，大约要占全国个体私营经济总量的80%左右。随着城市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与扩大，城市个体私营经济迅猛发展，不仅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农村，而且在质量、规模、效益等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农村。农村个体私营经济数量少、规模小、布局分散，且不合理，吸纳就业的功能很差，企业经济效益低，无力进行资本扩张和采用先进生产技术及现代经营管理方式，只能在一定限度内对农村公有制经济发挥补充作用，尚不能形成与公有制经济的强有力的竞争。正因为它在农村经济的“公与私”的结构中所占比重小，作用力有限，不能与公有制经济展开对峙性的强有力的市场竞争，所以农村经济缺乏应有的生机与活力是很自然的。没有竞争的经济，价值规律的作用得不到有效贯彻，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这种经济形式必然是呆滞的，没有生机与活力的。
    目前，我国农村经济的“公与私”结构的最大缺陷是“私”太少、太小，这可以说是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显著标志之一。优化我国农村经济的“公与私”结构，不能采取削弱和限制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办法，而只能是采取宽松的政策，鼓励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在维护生态环境的条件下，允许广大农民兴办农村第二、三产业，尤其应鼓励农民集资联办股份合作制。同时，也应大力支持和鼓励城镇中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带资下乡，进行农产品开发与深加工，也可以兴办适合农村需要的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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